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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玄玉的认定及意义

张天恩

摘 要：玄玉之名见于先秦文献。随着考古发现和相关传统文化考察活动的收获，可以确认以仰韶文化早

期偏晚的史家类型所出的墨绿或黑色的蛇纹岩为主，及透闪石类工具类玉器，应是仰韶文化玄玉之始。玄玉在

庙底沟类型时期有所发展，在其晚段已出现彰显身份的玄玉斧、钺，及装饰用器，进入繁盛时期。受玉料资源限

制和文化传统观念影响，仰韶文化玄玉形成了种类少、色深黑和形简素等特征，并影响到后来龙山时期石峁、陶

寺及齐家等文化的玉器审美取向和制作工艺，以及夏代核心玉礼器牙璋（或玄圭）的材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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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玉是指黑色（或赤黑色）的玉，最早见于

《楚辞·招魂》：“红壁沙版，玄玉梁些。”本为诗

人屈原对故里宫馆建筑的夸饰性描写。王逸

注曰：“以丹沙尽饰轩版，承以黑玉之梁。”揭示

出先秦时期的高等级建筑中，有以黑色玉材来

装饰房梁的可能。那么，古代有没有其他玄玉

的器具呢？

《尚书·禹贡》曰：“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是说大禹治水、划定九州后，遂献祭玄圭于上

帝以彰大功告成。文内“锡”字一般作被动语

态理解，禹为受赐者，赐主为帝（尧）①，此将玄

玉所制之圭的使用推到大禹时代则是比较明

确的。二里头文化被看作夏文化，是考古界多

数人的意见，该文化出土有为数不少的黑色玉

牙璋，可能与文献所说的大禹“玄圭”有关。如

进一步从黑色玉器来考虑，考古发现中还有没

有更早的玄玉类器物？也就成为一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

相关的考古发现实际已提供了有价值的线

索，有些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少量玉斧、玉

钺及玉饰件等，报告介绍相关玉器的外观往往

呈黑色或墨绿色，会不会就是玄玉？如果是，

则意味着玄玉的使用要早到仰韶时期，过去的

认知可能就存在偏差，故需要做进一步研究。

一、仰韶文化玉器的发现概况

就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而言，较长时期以来

存在一个比较普遍的认识，仰韶文化属于不使

用玉器的文化系统。相较于东北的兴隆洼、山

东的大汶口、东南的崧泽等偏东区域诸文化都

有数量不等的玉器发现，基本不出玉器似乎成

为黄土高原地区仰韶文化的显著特点。

检索早期的田野考古资料，会发现在出土

遗物部分根本找不到玉器的任何记录。如著

名的西安半坡、渑池庙底沟、临潼姜寨、宝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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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岭等仰韶文化遗址②，发掘揭露面积大者上

万平方米、小者数千平方米，都不见玉器的信

息。这些考古发掘报告就成为上述认识产生的

基础，似乎证明了仰韶文化确没有使用玉器的

传统，实际也成为仰韶文化研究的一个盲区。

自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开始

出现变化。1983—1984年，在陕西汉中南郑县

龙岗寺遗址，发掘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墓葬 420
多座，其中 20 座墓中出土玉器 26 件。器类有

斧、锛、铲，还有刀和镞③，以生产工具类居多，

武器类极少。玉器的材质鉴定有透闪石软玉，

也有蛇纹石［1］416-425，色泽以浅绿、浅青、黄绿为

主，也有白色。玉器的加工技术简单，未见雕

刻的纹饰，但器物表面光洁度普遍较高，可能

是缘于玉料的品质较好。

龙岗寺玉器的外观多为浅色，显然不属于

玄玉范畴。出玉器可能是因遗址位于陕南的

汉水上游，靠近出产岩性相似玉料的汶川玉

矿区［1］416-425，有获取资源的便利，也不排除其

他地区原料的输入。这些玉器是以本地石器

制作工艺所制，和石器生产工具一样都随葬于

略有身份的男性成员之墓［2］。这里的发现因靠

近矿源或可视作一个例外，还不足以证明仰韶

文化玄玉的存在。

1985年宝鸡市福临堡仰韶遗址的发掘，在

仰韶文化晚期西王村类型的 1座小房子和地层

内，分别出土很薄的梯形、璧形小玉坠各1件［3］158，

均为略呈墨绿带有白色纹路的透光料。笔者

作为发掘主持人观察认为其是碧玉，与其他石

器不同，编写报告时按玉器做了介绍。这应该

算是较早识别出的仰韶文化玄玉类小饰件，出

土单位年代为遗址的第三期遗存，属于仰韶文化

晚期。其实，遗址还出有几件类似材质的墨绿

色玉笄，因没有明显透光归为石笄则为失误。

秦安大地湾是一处面积达 110万平方米的

新石器时代遗址，内涵以仰韶文化最为丰富，

包括从史家、庙底沟和半坡晚期类型三个时期

的文化遗存［4］686-694。在各期的部分单位和地层

中，分别出土少量凿、锛等玉质工具，报告称其

岩性为软玉或蛇纹岩。尤其是最后一期，出土

的蛇纹石玉笄有数十件之多。无论工具凿、锛

或用具发笄的外观均为偏黑或墨绿色，报告彩

版中就展现有玉器 10余件［4］。

西安鱼化寨仰韶文化遗址中，少量仰韶晚

期单位也出土有玉笄，均为墨绿色有白色条斑

的半透明蛇纹石［5］936、1001、1151。此类玉器发现更

多的是蓝田新街遗址，在属于仰韶晚期的多个

单位出土玉笄达100余件，多为墨绿色蛇纹岩料；

并发现有制作玉笄的蛇纹石残块［6］582，图版八四~九〇，其

上有锯切的痕迹，另外，还有同样材质的半成

品残笄多件。可以说明该遗址就有以蛇纹岩

为主要原料的玉石器作坊，出土的玉笄应为当

地产品而非外来之物。

西安泾渭工业园区的高陵区杨官寨遗址，

为一处面积约 100余万平方米的仰韶文化大型

聚落，庙底沟类型遗存的分布范围约 80万平方

米，中间有环壕所围的核心区，是目前所知最

大的仰韶文化环壕聚落④。大量出土的文物中

除有玉笄外，还有玉钺 3件，玉料均为蛇纹岩，

浅绿或墨绿色，夹杂黑色斑点和白色斑纹”⑤。此

为渭水流域仰韶遗址首次考古发掘出土的玉

钺，与前述遗址的凿、锛、笄及小玉坠等玉器性

质不同，已经超出了工具、用器和饰件的范围，

具有武器或威权类玉器的意义。

与此呼应，河南灵宝西坡仰韶墓地也出土

了一批玉器。其中的 9 座墓葬中出土玉钺 13
件及玉环 1 件［7］。除 1 件钺（M30∶9）为青白色

方解石料外，其余均为墨绿色带白斑纹或黑斑

点的蛇纹岩料。根据随葬陶器的形制特征推

断，这批墓葬的年代应属于庙底沟类型的最晚

阶段，距今约 5000年或略早，可能要晚于杨官

寨的墓葬。这些具有武器性质的玉钺均出于

西坡墓地的大中型墓，普遍置于墓主的手臂附

近或头骨旁，远离同墓随葬的陶器，进一步证

明其具有彰显死者身份的威权意义。

这些发现可以说明，使用少量色泽墨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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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纹岩制作凿、锛工具，可上溯到仰韶早期的

史家类型，距今约 6000年以前。到中期的庙底

沟类型阶段仍以生产工具类为多，并开始制作

玉笄类生活用具。约在庙底沟类型晚期或略

早阶段，开始制作用于军事活动的武器——玉

钺，可能已被赋予显示身份的威权物属性，成

为仰韶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

二、对于仰韶文化玄玉的认定

上述显示了仰韶文化确有以蛇纹岩为原

料，制作玉器的大体发展历程。但要将这类以

墨绿色泽为基调的玉器，与古文献所说的玄玉

等量齐观视为同一事类，实际还需要通过名物

互证的机缘来完成。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

丝绸之路杂志社、中国甘肃网等单位发起、组

织的“玉帛之路考察”活动，给予了一个较好的

回应。

该活动数年间在西北五省及内蒙古中南部

等地区，先后进行了以古代玉石文物及矿产资

源为中心的调查访问十三次，获得大量的第一

手科学资料，包括各地所藏的大量蛇纹岩材质

的各类玉器和新发现的部分玉矿。笔者有幸

参加了第十次（渭河道）、十一次（陇东陕北道）

的“玉帛之路考察”。

2016年 7月，第十次考察自甘肃渭源县开

始，从渭河上游而下到陕西宝鸡市拓石镇北

折，入陇山南段南由古道达陇县，又西行关陇道

返张家川。2017年 4—5月，第十一次考察从陕

西西安的泾渭交汇地杨官寨遗址起步，西北行

向古豳地陇东进发，再折而东行到陕北考察。

在西起武山、甘谷，东到西安，西北的环

县、崇信、庆城，东北的富县、清涧、神木等众多

公私博物馆内，都可见多寡不一的蛇纹石类

（及深色透闪石料）文物。再加上早前的第九

次（关陇道）考察，在会宁、庄浪、固原等县市同

样有许多类似玉器标本［8］145-173。还有已经报道

过的灵宝市文管所收藏的仰韶玉钺 3件［9］，及

2021 年 5 月份确认的咸阳博物馆所藏 15 件玉

钺等，玉器的发现数量更多，范围更大。前文

所讲考古出土的这类玉器似已不少，但和这些

丰富的收藏比较只能是相形见绌了。

当然，各地所见的大量蛇纹岩玉器藏品，

年代不完全限于仰韶文化。以考古学的眼光

进行形制特征、制作工艺方面的研判，无疑可

区分出年代差异。这些墨绿色玉器有属于仰

韶时期的，也有属于龙山时代包括齐家文化

的。各地馆藏中那些较厚重的铲、凿、钺、斧等

工具、武器，以及玉笄、玉环等，基本属于仰韶

文化之物。而那些器形较大器体较薄的璧、

环、刀、铲、璋、多璜联璧，以及琮等，则都属于

龙山文化及齐家文化之器。这就说明，渭河流

域为核心的仰韶文化从早期偏晚阶段（史家类

型）开始，经过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庙底沟和半

坡晚期类型，形成了使用墨绿色蛇纹岩为代

表，并包括类似色泽的透闪石玉料制作不同类

型玉器的传统，也影响到龙山时期的庙底沟二

期、客省庄、齐家等文化。

在过去的考古发掘报告及收藏界的话语体

系中，对此类色泽和质量的玉器并无统一名

称，一般情况下称为墨玉，也有人如笔者就称

作碧玉。但很明显，都是在针对玉器的外观色

泽而言，用以区别浅色的青玉、白玉和黄玉等，

并无一个更客观的统一标准。那么，古人有无

较一致的说法呢？

依据《山海经》记载的“玄玉”之说，有学者

提出将黑（墨绿）色蛇纹岩和类似色泽的透闪

石等玉料，都称作“玄玉”［8］167。另外，本文开头

也提及《楚辞》等古代文献中，正是将黑色玉材

称为“玄玉”。可知古人对此类色泽之玉，确有

一个比较一致的名称。所以，笔者赞同依照古

人已有之名，将外表近墨绿的深色玉叫作“玄

玉”为好，以别于青、白、黄等其他浅色玉。

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古人所指的玄玉，与

我们尚能见到的古代文物有一个较好的对应

关系，也解决了考古和收藏界关于此类古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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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物统一问题。

三、仰韶文化玄玉的基本特点

通过相关考古发掘资料和各地不同性质馆藏

文物的梳理，已较清楚了解到渭水流域及相邻地

区诸多仰韶文化遗址确有玄玉类文物存在。经对

这些文物的初步观察，可注意到它们具有一些基

本特征，这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此类文物的认识。

首先，仰韶文化玄玉类文物的种类较少，

可视为特点之一。就基本用途来说，主要可分

为三类。

第一类为生产工具。现在见到并确认的只

有凿、锛两类。选用的原材料虽是蛇纹岩玉

料，但加工技术，使用情况仍与石器无别。出

土于灰坑、灰沟等遗迹或文化层内，并没有显

示出作为特殊器物使用的迹象。考古确认此

类玄玉的制作年代可追溯到仰韶早期偏晚，中

期的庙底沟阶段仍在沿用。

第二类为武器。现知只有钺、斧两类。已

有资料显示是以钺为主，基本均是在近顶端有

一小圆穿，少量为靠中部有略大的圆孔。斧的

数量较少，与前者的差别是没有穿孔。用材多

为蛇纹岩玉料，加工普遍简单，少量可观察到

有打磨抛光技术的运用。考古发掘显示制作

的年代不早于庙底沟类型的中期，晚期数量增

加渐成风气。均出土于大、中型墓葬，有显示

使用者身份地位的性质。

第三类为用具及饰件。目前所见生活用具

以发笄数量最多，但形制较单一，有“丁”字形和

圆锥形两类。另有少量饰件发现，所见的有圆

环、梯形或圆璧形小坠。用材基本为蛇纹岩，制

作较精细，表明有不错的打磨抛光技术。考古发

现者均出自遗迹单位内，表明应属于较精巧但仍

相对普通的用品，较遗址中的骨、陶笄，陶环等饰

物或略显珍贵，虽反映了仰韶人审美意识的提

高，但还看不出更为明显的特殊含义。考古资料

说明，此类玄玉器的使用年代相对较晚，主要是

在仰韶文化半坡晚期类型及其前后。

其次，玉料选材范围较窄，器表色调单一。

考古发现和各地收藏的仰韶文化玉器所用

的玉材，以蛇纹岩类为主，少量为深色透闪石

料，看起来似有深色的偏好，但实际是受到矿

产资源条件的制约。这可能是有前者资源易

得，后者材料难求的原因。泾渭地区的仰韶文

化遗址，大多处于黄土地带的临水阶地，远离

玉矿分布区，资源缺乏是最大的问题。

现知的只有在渭河上游甘肃武山县鸳鸯镇

一带，发现有丰富的蛇纹石玉矿储藏［10］，民间

和藏界有鸳鸯玉之称。其正处于仰韶文化分

布区之内，蛇纹岩矿区临近渭河干流，顺流而

下便于玉材向外转输，如再溯支流而上可应对

更大区域先民的资源需求。新街遗址的玉器、

玉料和半成品的材质颇似鸳鸯玉，故可能是来

自鸳鸯镇一带的原料，反而与邻近的蓝田玉材

相差较远。不过，这还需要进一步做化学检测

之后才能最终确认。当然，武山鸳鸯玉矿只是

目前所知之点，其他区域如被推测的灵宝附近

的山中［9］，是否也有玉矿存在？需待将来考古

或地质调查去发现。

因受玉料选择的限制，玉器色彩显得单

调，墨绿甚至黑色成为仰韶文化玉器的基本色

调，成为一个必然的反映。

最后，外观朴素，不尚修饰是仰韶文化玄

玉的另一特点。

上述的三类玄玉器具，除了玉钺上段或靠

近中间位置钻孔，坠饰也各有小穿孔外，均保

持了磨制成形后的基本状态。仅少量斧、钺和

坠饰有进一步打磨抛光之外，再不施以其他修

饰，更没有出现雕刻纹饰之例。仰韶玉器多为

深色、不尚雕饰的简朴传统，可能也影响了龙

山、齐家、石峁等后续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

四、仰韶文化玄玉认定的意义

仰韶文化玄玉的认定，在仰韶文化及相关

仰韶文化玄玉的认定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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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改变了之前仰韶文化不用玉的观念。

长期以来，仰韶文化不使用玉器的观念，

几乎是考古学界的一个共识，早期考古报告普

遍无玉器提及就是很好的说明。经我们的梳

理和业外学者的努力，确信众多考古发掘资料

和官私藏品之中，已发现数量众多的仰韶文化

玉器，完全打破了这种认识的局限。

即使将龙岗寺青白色为主的玉器算作一个

例外，其他发现也足以证明仰韶文化亦有自身

的用玉习俗。若以墨绿色蛇纹岩为主的玉器

使用为限，年代可早到仰韶早期偏晚的大地湾

遗址史家类型阶段，距今也在 6000年以前。属

于仰韶中期的庙底沟类型虽仍制作工具类玉

器，但至迟到其偏晚阶段就已出现了彰显社会

威权的玄玉斧、钺，以及环、坠等装饰品，以示

使用者的身份或地位不同。

这些发现，不只修正了学界认识的不足，

而且将仰韶文化纳入到以用玉为标识的早期

东亚文化体系之中，应是仰韶文化研究的一个

重要突破点。

其次，仰韶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反映。

仰韶文化是距今约 6000 年前后，在黄土

高原产生发展起来的一支延续时间长、分布范

围广、影响巨大的考古学文化，有自身独特的

文明模式或路径。仰韶文化被认为提供了比

较符合民众和社会需要的措施，有顺应社会发

展要求的优势［11］；显示出其生死有度、重贵轻

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的特点［12］153-164。比较

其他地区，仰韶文化文明路径的主要特点是关

注社会治理，务实节俭，不尚奢华，不追求财

富拥有和虚耗社会资源［13］146-159。

现在已明确了仰韶文化也使用玉器，与年

代相当的红山、大汶口、良渚等文化有相似性，

但玉器发现的数量、种类、造型及雕刻纹饰的

复杂程度等，均远逊于其他文化。特别是使用

者对此类资源稀缺、加工复杂、制作费力的特

殊物品的占有形式上大相径庭。红山、良渚文

化等明显集中于少数宗教人员或部落权贵之

手，大墓的随葬玉器往往以十数，乃至上百件者

亦不鲜见［14］，所出玉器的种类、品质和工艺水准

等也显得更多更高。而仰韶文化大墓随葬品

基本是 1件玉钺和几件普通陶器，两者形成的

反差巨大，反映出不同文明体系对财富占据的

意识差别。

尽管斧钺类玉器在仰韶文化中晚期之际，

已具有显示身份、地位的社会意义，但也仅置

入极少的数量作为象征，并未大量随葬进行炫

耀，表明其不具有像良渚、红山那样的特殊地

位。故从玉器的发现数量、种类、简朴的治玉

技术等，反映出仰韶文化不崇尚奢华、务实节

俭和朴实执中的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念。

最后，仰韶文化玄玉对后世用玉传统有重要

影响。

现已明确的仰韶文化玄玉取材，主要有渭

河上游的鸳鸯玉。以墨绿（黑）色蛇纹岩（及透

闪石）为代表的玄玉使用传统，在仰韶之后龙

山时期的多种考古学文化中均有程度不同的

继承，自西向东的齐家、石峁、陶寺，均有一定

数量的玄玉器物发现［15］。其既可能是与原料

使用的习惯有关，也可能因审美志趣、思想意

识和价值观念的延续使然。

源于仰韶文化石岭下类型的马家窑、齐家

文化等，不断西拓，势力范围至于海东和河西

地区。这一区域的马鬃山、敦煌旱峡的古玉矿

遗址，近年考古工作者已有发现［16］。其中敦煌

旱峡玉矿的开采年代约在公元前 1700—公元

前 1500年，可至齐家和四坝文化时期。这些遗

址的玉料主要为青、白、淡绿、绿、黄、褐等色的

透闪石，也有墨绿色，与齐家文化玉器的材质、

色泽多相一致，可见这些文化的玉材供给当来

自这些新的矿区。石峁、陶寺等文化的玉料与

齐家多相似，研究或认为后者可能为前者玉料

的供应者［17］。

另外，二里头文化的玉器也有不少玄玉，

著名者如二里头及河南其他遗址所出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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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璋”［18］，一个突出特点是玉料亦以蛇纹岩为

多或有透闪石，普遍为墨绿或黑色，少量绿

色。可见这一传统也为二里头文化，亦即夏文

化所继承，故此类牙璋也被认为是夏代的“玄

圭”，并属于夏王朝的核心礼器［19］467-508。

因为这些文化的玉器制作工艺相对简洁，

又有一定量深色玉的存在，相较于自东北到东

南沿海、江汉等地区诸文化流行的以青白、青

黄色透闪石类软玉料为主差别明显，所以学界

称之为华西系统玉器［20］。但要溯源的话，无疑

可追至仰韶文化，而更晚者还能见于成都平原

的三星堆祭祀坑和金沙遗址［21］。

结 语

以上研究表明，1980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和

相关传统文化考察活动的收获，已可确认仰韶

文化早期偏晚的史家类型所出的墨绿或黑色

的蛇纹岩为主，及透闪石类工具类玉器，应是

仰韶深色玉器使用的开端，到庙底沟类型时期

有进一步发展，在该类型的晚段已出现彰显身

份的威权器——斧、钺，以及装饰用器的使用，

表明已进入仰韶用玉的繁盛期。依文献记载

的“玄玉”特点，与仰韶文化的深色玉器符合，

两者可以名物相容。学界有仰韶文化庙底沟

类型可能与黄帝时代有关的看法，此期大中型

墓随葬深色玉斧、钺，是否与《越绝书》记载的

“黄帝之时，以玉为兵”有涉，似也需要给予应

有的关注。

由于受玉料资源限制和文化传统观念影

响，仰韶文化玄玉形成了种类少、色深黑和形

简素等特征。此后还影响到龙山时期石峁、陶

寺及齐家等文化的玉器审美取向和制作工艺，

以及夏代核心玉礼器牙璋（或玄圭）的材质选

择。已有文章虽已阐明黄土高原地区仰韶文

化等华西系的玄玉源远流长，但中原地区的玄

玉到商代以后即呈隐而不彰之势。此应与商

文化兴于太行山以东，受东方地区使用青白浅

色玉、精雕细刻的治玉文化传统影响有关，遂

成为主流并影响后世，玉材的选择更钟情于昆

仑山系的透闪白玉，而玄玉渐被淡忘。

附记：据新华社 2021 年 12 月 3 日新华网客

户端报道，甘肃张家川圪垯川仰韶文化遗址史

家类型的环壕聚落出土的玉权杖首，也可能具

有威权性质的含义，其亦是鸳鸯玉料的制品，

这就更好地印证了本文的看法。

注释

①《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声教讫于

四海。于是帝赐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秦本纪》

记载秦之远祖名“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

圭”。②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西

安半坡》，文物出版社 1963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 1959年版；半坡博

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

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1988年版。另外

还有北首岭遗址、元君庙仰韶墓地、东庄村遗址等，报

告的遗物部分均没有玉器的任何介绍。③陕西省考古

研究所：《南郑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6-58 页，图七二，介绍玉器

24件，发掘者之一杨亚长研究确认为 26件，多出石刀两

件。见杨亚长：《陕西史前玉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年，第 208-215页。④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

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9年第 7期，第

3-9页。遗址中心的环壕内面积约 24万平方米，相当于

秦汉以后一座较大县城的范围。⑤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高陵区文体广电旅游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庙

底沟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8年第 4期，

第 3-17页。杨官寨居址出土的另外两件玉钺尚未正式

公布，但 2021年 5月 21日至 23日在咸阳举办的“玄玉时

代”高端论坛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的玉钺照片亮

相专题展览。

参考文献

［1］魏京武.龙岗寺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玉质生产工具

［M］//杨伯达.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北京：紫禁城出

版社，2001.
［2］杨岐黄.龙岗寺遗址出土的玉石器试析［J］.文博，

2016（6）：43-49.
［3］宝鸡市考古工作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工作站.

宝鸡福临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

文物出版社，1993.
［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

仰韶文化玄玉的认定及意义

17



2022年第 1期

址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5］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鱼化寨［M］.北

京：科学出版社，2017.
［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蓝田新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

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
［7］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

墓地 2005 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8（1）：3-13+
97-101；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

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 2006年发现的仰韶文化中

期大型墓葬［J］.考古，2007（2）：3-6；c 中国社会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灵宝西坡

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278、281、282.
［8］叶舒宪.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9］马啸林，权鑫.河南灵宝三件馆藏玉钺的年代及相关

问题［J］.中原文物，2017（6）：69-71+124+129.
［10］a 叶舒宪.玉石之路踏查三续记［M］.西安：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20.77-80；b 叶舒宪.武山鸳鸯玉

的前世今生：第十次玉帛之路渭河道考察札记［J］.
百色学院学报，2016（5）：1-6.

［11］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

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J］.文物，2009
（3）：47-56.

［12］韩建业.西坡墓葬与“中原模式”［M］//陈星灿，方丰

章.仰韶和她的时代：纪念仰韶文化发现 90周年国

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13］张天恩 .中国早期文明路径与文明史观的产生

［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

究室.三代考古：九.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14］a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

号冢 21 号墓发掘简报［J］.文物，1997（8）：9-14+
100+2；b 闫付海.瑶山、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及相关

问题研究［J］.河南博物院院刊，2020（2）：15-27.
［15］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发现石峁古城［M］.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6.91、130、189；b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

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

社，2015：彩版三九，四 0，四二，四三，四五；c山西

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J］.
考古学报，2011（4）：525-560+580-592.

［16］a陈国科.甘肃敦煌发现旱峡玉矿等三处玉矿遗址

［N］.中国文物报，2020-02-21（8）；b甘肃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甘肃敦

煌旱峡玉矿遗址考古调查报告［J］.考古与文物，

2019（4）：12-22.
［17］何驽.华西系玉器背景下的陶寺文化玉石礼器研究

［J］.南方文物，2018（2）：36-50.
［18］邓淑苹.牙璋探索：大汶口文化至二里头期［J］.南

方文物，2021（1）：201-222.
［19］a 孙庆伟.礼失求诸野：试论“牙璋”的源流与名称

［M］//“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金玉交辉：商周考

古、艺术与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研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十三，2013；b孙庆伟.再
论“牙璋”为夏代的“玄圭”［M］//杨晶，蒋卫东.玉魂

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

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20］邓淑苹.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J］.故宫文物月刊，

1993-1994（125-130）.
［21］a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M］.北

京：文物出版社，1999：彩图 16、28、29、32、34、38
等；b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院.金沙淘珍：成都市金沙村遗址出土文物［M］.北
京：文物出版社，2002：19、22、29～32、44、46.

Ident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Xuanyu in Yangshao Culture

Zhang Tianen

Abstract: The name of Xuanyu can be seen in the pre-Qin literature.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nd the
harvest of related traditional culture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the dark green or black
serpentinite which mainly produced in the later of Shijia type of yangshao culture, and tremolite tool jade sh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Xuanyu in Yangshao Culture. Xuanyu developed in the Miaodigou period. In the later of Miaodigou period,
Xuanyu has been into a prosperous period and it appeared to highlight the identity of xuanyu axe, tomahawk and
decorative articles. However,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f jade material resources and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concepts, Xuanyu in Yangshao Culture has form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ew kinds, dark color and simple shape, and
has influenced the aesthetic orientation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of jade wares in the later Longshan period, such as
Shimao, Taosi and Qijia culture, as well as the material selection of Xia Dynasty core jade ritual ware Yazhang (or
Xuangui).

Key words: Yangshao Culture; Xuanyu; identification;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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